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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于1949年，出于扩大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国际立场，向越
南提供军事援助（Copper, 2016），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提供物资援助（周弘，2010年：

3～11），迄今为止，中国对外援助已经走过70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中
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服务于政治和外交利益为主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为主、从不求回报到互利共
赢、从双边渠道到多种渠道并存、从无偿援助为主到多种援助方式并存、从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主到全方
面援助的发展过程，对外援助的目标、战略、渠道、方式和内容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作为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中国一直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逐渐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对外援助的重要提供
国，对世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
亿元人民币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员1200多万人次，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 2016），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共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根据
对外援助的政策调整和阶段性特征，将中国对外援助分为三个阶段，对其近70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评
述，为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外援助提供借
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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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形成了国际上公认的独具特色

的发展援助体系。回顾70年的对外援助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

在国际主义价值的主导下，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通过对外援助帮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

展；1978年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同时开

始将对外援助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逐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对外援助的格局；新世纪

以来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国力的极大提升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开始促进中国逐步扩大

对外援助的规模，调整对外援助的目标和方式，朝着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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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到1980年：以政治和外交利

益为核心实现国际主义价值

中国对外援助的起点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
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得当时
的中国把亚非拉国家视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
对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1950年到1960年左
右，中国向亚洲的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
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拉丁美洲的古巴以
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等十多个国家提供了军事援
助；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
十四国期间，对外宣布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
援助的八项原则，更多国家向中国提出了军事援
助的请求，如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马里、布隆
迪、几内亚比绍、刚果（布）等；1971年11月，
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再一次阐明了中国的
对外援助政策，来自亚洲的孟加拉、尼泊尔、斯
里兰卡和非洲的埃及、津巴布韦、加蓬、苏丹、
乌干达、赞比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十几个国家
向中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请求。出于强烈政治目
的和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的考虑，在20世
纪70年代，中国对外军事援助快速增长，通过无
偿提供物质和建设游击队等方式向60多个亚非
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张小健，2016：

125～127）。中国积极帮助亚非拉国家开展反帝
反殖民斗争，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和军事顾问
支持，分享和传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促使
他们学习中国道路（蒋华杰，2015：61～81），
在访问非洲十国期间，周恩来曾就如何将民族民
主革命推向更高阶段提出了包括建立民族民主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发展工农群
众组织等在内的12点建议 [1]。大量的军事援助使
得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政治
目的（唐慧云，2015：234～236），对受援国提
出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以最大能力予以满足。

除了军事援助外，对于取得民族解放运动

胜利的国家，中国也开始向其提供成套项目援助
形式的经济援助，帮助建设纺织厂、水泥厂、农
场等，支持其恢复和发展经济，整个20世纪70
年代，中国在46个国家建设成项目560个，援助
范围覆盖了亚洲、非洲、拉美和南太地区（杨鸿
玺、陈开明，2010：46～56），其中最为典型的
是坦赞铁路，虽然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基本
原则明确提出“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
济援助”，但截至1978年年底，中国的对外援助
仍然是以无偿援助为主，1949年10月到1957年
底，对外援助金额达到了21亿元人民币，1970
年，中国签订的对外经济、军事等各种援助协定
总额达到了53.68亿元人民币，实际交付24.34亿
元；1971年到1975年间，援外数额达到了230.33
亿元（杨鸿玺、陈开明，2010：46～56），援助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上升，由“一五”“二五”
期间的1%左右，提高到1972、1973、1974年的
6.7%、7.2%、6.3%，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经
济财政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胡美、刘鸿武，
2012：12～28）。

在国际主义价值的指引下，为了实现政治
和外交目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仅仅是
从受援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需求出发，援助项目
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缺乏互动和合作，有时候甚
至为了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忽视中国自身的财政
能力，给财政支出带来了较大的负担。由于缺乏
紧密的经济合作基础，对外援助受到两国之间的
政治外交关系以及外界国际环境影响比较大，援
助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并且也容易导
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援助产生了依赖，甚至一些
国家以“要挟”的方式来要求中国提供超出中国财
政能力和其发展真正需求范围的援助，从而出现
了个别受援国浪费中国提供的物资设备的负面现
象，例如阿尔巴尼亚，当时，为支持阿尔巴尼
亚的经济建设，中国向其提供了100多亿元人民
币的援助，用大量外汇购买钢材等建设物资，但
却遭到了严重浪费（杨鸿玺、陈开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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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6）；还有个别国家在援助要求没有得到满
足或者其他国家对其提供更多援助的时候则和中
国关系开始恶化。

诚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不少问
题，但对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良好的大国
形象，拓展外交关系，维护国际利益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越南、朝
鲜等周边国家提供援助，对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帮助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扩
大影响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亚非拉
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奉行国际主义原则的
中国积极帮助这些国家在独立初期发展生产，应
对粮食不足、医疗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问题，
在亚非拉国家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外交影响，和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中国的外
交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为后来中国恢复联
合国席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的外
交原则，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友
好合作，也受到了受援国的欢迎。中国对外援助
虽然比较重视军事援助和革命经验的输出，但是
也开始了发展经验的分享。非洲国家领导人陆续
访问中国，观摩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坦桑尼亚总
统尼雷尔在多次访华期间看到的发展对其产生了
重大影响，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赞扬在中国农村看
到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肯尼亚政治家奥金加·奥
廷加曾在1967年说道：“中国人的生活不可能不
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她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
一样面临着生活贫困、教育缺失等诸多问题，但
她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这些困难（蒋华杰，

2015：61～81）。”

从1980年到2000年：经济与政治利益并重

的互利合作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改

变对外援助政策，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
“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但
具体办法要修改”；1980年5月，中国政府明确提
出将继续“坚持援外八项原则，平等互利”，但也
指出援外既要“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
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方
针，1982年12月到1983年1月，中国国家领导人
在访问非洲十一国时，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
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面向第三世界国
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宾科，2008：

36～38），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仍然强
调对外援助在实施外交道义的同时要让中国获得
经济利益，从而提出了包含“互惠互利，谋求共同
发展”在内的五项基本原则。

这些对外援助战略和宏观政策上的调整促使
中国开始进行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新型
援助方式的探索，互利共赢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
外援助的核心原则，改变了过去对外援助单方面
的无偿援助。在具体做法上主要表现为：第一，
在规模上压缩对外援助规模，依据实事求是，量
力而行的原则安排援外支出，1980～1981年，外
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第二，调整援
助方式，减少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提高成套项
目援助及项目建成后的技术援助项目的比例，从
1979年到1985年，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中成套
项目和技术援助所占的比重从37%提高到了78%

（李伟，2010：19～29），尤其是成套项目后的
技术合作项目，成为中国提高对外援助项目可持
续性和“授人以渔”增强发展中国国家发展能力的
重要方式和机制；第三，开始通过多边渠道提供
对外援助，从1980年到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
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
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提供融资和捐款，当年
就提供了270万美元的捐款；第四，对早期援助
项目进行改建和调整，将中国经济改革中所使用
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作经营等国内经济制
度改革方式运用到中国早期援助项目的改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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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典型的案例有马里糖厂、卢旺达水泥厂、布
基纳法索的三个水稻垦区、赞比亚的中赞友谊农
场以及中国水产在非洲13个国家实施了23个渔业
合作项目（郧文聚，2000：17～23）；第五，改
革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组建了不同类型的公
司来代替政府部门执行对外援助项目，例如成立
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来主要承担农业
援助项目的实施，成立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来
承担物资援助项目的实施，很多省级援外承建部
门转制成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这些新的变化
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对外援助对经济利益的重视。

1993年，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开始出现一系
列新的转变。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对外经济贸易部
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和国家宏观战略统筹协调对外援助工作，下设对
外援助司具体负责援外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建立
了“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
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
和经济效益。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实行完全
企业化管理，这标志着援外成套项目的建设由完
全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企业来承担（王迎新，
2012：56～64），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
革更多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唐丽霞
等，2014）。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
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曹俊金，2018：

52～60）。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渐成趋势的大背景
下，中国也开始帮助受援国建设符合当地需求和资
源条件的中小型生产项目，推动中国企业与受援国
企业直接开展合作，通过设立合资企业等形式促使
援助资金取得最大效益。中国先后在24个受援国
支持了45个由中国企业直接参与的项目，中国企
业借助于援外资金与受援国企业开展合作，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王成安，1994：6～8）。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国内经济
快速繁荣起来，国内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快速增
长，对外援助规模也逐步扩大（刘晴、王伊欢，
2017：152～155）。1995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

达到29亿元人民币，并开始逐年增长，到2000
年增长至约45亿元人民币（张郁慧，2006）。
在援外的具体方式上，受益于国际合作经验的不
断丰富，中国开始借鉴国际多边组织和发达国家
开展国际援助的工作方法，探索提供金融援助。
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
国经济发展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
持（杨鸿玺、陈开明，2010：46～56），这一
模式既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也改变了以往
单纯提供资金、物资和技术等简单援助的弊病，
发展中国家利用中国的优惠贷款购买本国急需的
设备、材料等，其中不少直接从中国采购，在满
足受援国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带动中国企业出口产
品、设备和技术等（王成安，1994：6～8）。

总之，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援助在不断调整
中逐步发展。借助于国内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
世界经济、政治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中国的对
外援助一方面积极学习国际经验，提升国际化水
平；另一方面也探索市场化模式，注重政治与经
济利益相结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发展中
国家改善发展条件，并带动本国企业“走出去”和
国内经济发展，但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对
外援助过于“商业化”以及“捆绑援助”的诟病。

2000年至今：分享发展经验为核心的互利

共赢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
长。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第7大经济体；2007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2010年超
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虽然互惠互利
仍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中国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处
于主导、主动地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
的从属与被动地位”的新的经济循环（王跃生、
马相东，2014：61～80），中国对外援助战略也
进行了新的调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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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首脑会议发展筹资
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包括“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
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和“增加对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等在内的五
项新举措，并明确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起努
力，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成为中国在国
际发展合作中的相当明确的宏观战略和合作方向

（刘晴、王伊欢，2017：152～155）。2016年，
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
贡献》白皮书提出，中国政府今后将加大发展援
助，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
促进各国公平分享发展权益，这意味中国对外援
助的目标从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向追求互利共
赢和共同发展转变。

为了实现对外援助目标的调整，新世纪以
来，中国对外援助在方式、渠道、领域、制度上
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援助方式不断
多样化，中国对外援助逐渐形成八种主要方式，
包括成套项目建设、提供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
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
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等，每一种援助方式对
于受援国的支持都是非常显著的。和传统的西方
发达国家援助体相比，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主要
体现在：第一，重视支持援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公共服务性和生产性的，如交通、体育场馆、学校
以及援建发展中国家急需的产业，以马拉维为例，
2008年以来，中国采用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等方
式帮助其建设了议会大厦、国家体育场、国际会议
中心以及马拉维科技大学，这对于整体提升马拉维
国家的发展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重视对
农业领域的支持，中国采取了援建示范中心、派
遣农业技术专家、提供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等多种

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分享中国农业
发展的技术和经验，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
力，缓解其粮食安全问题。第三，重视支持受援
国的工业化，将促进工业化作为新时期对外援助
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
园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来推动其工业化。

其次，援助渠道除了继续倚重双边渠道外，
中国政府开始更为主动地通过多边渠道开展对外
援助，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政府通过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
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合
作向各国提供农业、医疗卫生、紧急人道主义援
助等。中国也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高
级别会议、可持续发展大会、南南合作高级别会
议等多边会议，在这些国际会议上多次阐明中国
的对外援助主张，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展现出更加
开放的姿态。除了和传统的多边机构合作以外，
中国也在积极倡导和建立的新的合作机制扩大对
外援助的范围，主要表现为中国先后建立中非合
作论坛机制、中拉合作机制以及澜湄合作机制等
“1+N”的机制，使得中国和非洲、拉丁美洲、南
亚等区域合作更加机制化；在原有的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贷款等金融支持项目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先
后设立了丝路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中非和平安
全合作基金等金融支持项目，并倡议成立了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国际发展合作注入新的融
资渠道。此外，中国政府也积极和发达国家开展
合作，探索三方合作渠道，先后与英国、美国、
德国等国家在农业领域内进行三方合作，同时也
积极与私营部门合作，如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合
作，共同开展对非农业援助等。

再次，援助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一直都支
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性以及服务
性基础设施建设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
助也开始注重民生项目和社会发展，在解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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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饮水、有线电视信号接收、
减贫、公共卫生以及基础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相
应的措施。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十分重视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以及提供奖学金、短期
培训班等相应的人力资源提升项目。与此同时，
还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共性发展问题，
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新的重要领
域，中国政府通过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品的
赠送、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帮助有关国家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从2005年到2010年，中国
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项目达到了
115个，总投资约11.7亿元人民币（高翔，2016：

38～49）。2013年，我国开始提议设立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基金，并承诺投入1.4亿元人民币，还
额外投入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
气候变化（叶楠，2015：36～40）。中国对外援
助已涵盖农业、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资源合作、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
诸多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支
持。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建设也有了
新的进展。2014年，商务部发布《对外援助管理
办法（试行）》，规范对外援助管理，提高对外
援助效果。2015～2016年，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发
布了关于成套项目、物资援助项目、援外培训项
目、援外资金管理和援外人员管理等一系列援外
工作管理办法和规定，促进援外管理工作的规范
化和制度化。2018年，中国政府组建国家国际发
展合作署，负责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
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
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
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这是中国
政府对对外援助体制进行的重大改革，标志着中
国对外援助走上新征程。伴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
模的不断增加，援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

际社会越来越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对外援助，对增
加中国援助透明度的诉求也越来越强，中国政府
先后于2011年和2014年两次发布了《中国的对
外援助》白皮书，向社会公布中国对外援助的规
模、资金类型以及流向等相关信息，系统阐述了
对外援助政策、资金、方式、分布、管理以及援
外国际合作等内容，解答了国际和国内对中国对
外援助工作的诸多疑问，明确了新世纪对外援助
政策的五项基本内容。[2]

在全球对外援助整体较为低迷的21世纪，
中国积极调整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保持着对
外援助规模的持续增加，仅中央财政直接用于
对外援助的数额就从2000年的45.88亿元增长至
2013年的170.49亿元，年均对外援助金额达到
101亿元。2010～2012年，中国通过无偿援助、
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提供对外援助的金
额达到893.4亿元人民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4）。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
对外援助除了具有方式的多样化、渠道的多元
化、领域的广泛化、机制的制度化和资金的充裕
等特点外，中国在消除贫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社会基础设施以及高新技术领域等取得的发
展成就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看得见的发展
经验和中国方案。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中国发展
经验的重要性，如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
的发展经验，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结语

中国对外援助并非完全是被动卷入全球化的
产物，中国对外援助一开始就具备了主动把握世
界的特点。并且包含着明显的中国自身文化的因
素（李小云，2017：88～96）。中国对外援助的
“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
援助”（Brautingam, 1998）。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不同的
阶段都有着明显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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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初期至1978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
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从而打破西方对中国的
封锁，开拓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这使得
中国对外援助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外交目标，在援
助方式上具有显著的单向性和利他性，这也使得
中国对外援助具有国际主义价值。第二个阶段是
1978年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发展战略转
向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顾政治外交利益，
对外援助也转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于是这一时
期中国将“平等互利”作为发展援助的基本原则，
从而调整了对外援助方式、渠道以及领域等，并
有限度地缩减了援助规模。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
以来，经历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在全球格
局中的结构性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发达国家
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
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合作，也有了竞争，
甚至还出现了局部的对抗和冲突，对外援助已经不
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路径，更是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一种路径。因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共商共建共赢作为中
国对外援助乃至国际合作的战略指引，使得中国对
外援助更加具备国际视角和全球视野。“一带一路”
倡议基于具有广泛基础的增长目标、政治目标、
道德目标与社会目标，将中国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
相联系，引领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管理、方式、
内容等发生变革，促进对外援助整体效果得到改善

（白云真，2013：70～87）。中国对外援助事业
历经70年发展变革，正以更加清晰的全球发展目
标和更为理性的宏观政策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
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

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对比分析”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6AZD017）

注释

[1]这12点建议是指：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发展工农群众组

织；土地国有化改革；社会改革；发展积累型的

工业和独立的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实行爱

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培养民族的新知识分子

和技术人员并争取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肃清殖民

统治遗留的西方生活方式；执行独立自主的反帝

的和平对外政策。参见蒋华杰：《国际冷战、革

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

再考察（1956～1965）》，《外交评论》，2016

年第5期，第81～108页。

[2]新世纪对外援助政策的五项基本内容：

（一）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二）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三）坚持平

等互利、共同发展；（四）坚持量力而行、尽力

而为；（五）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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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70 Years of Foreign Aid 
Tang Lixi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China's cause of  foreign aid has been developing 
in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development aid system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Reviewing 
the 70-year foreign aid system,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o 1978,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ist values, China actively assume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assisted with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rough foreign ai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prompted China to closely integrate foreign aid with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support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gradually form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foreign aid patter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ill the launch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greatly improved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have enabled China to gradually expand the scale of  foreign aid, adjust the objectives and 
methods of  foreign aid, and shift towards promoting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Keywords: foreign ai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